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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
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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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素玲　黄国信

提要:一直以来 ,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 在革命话
语的影响下 ,宗族被当作落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加以批判;而人类学家
弗里德曼则以功能主义为方法总结出以“祀产”为核心的中国宗族运作模式。
历史学家科大卫等结合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 ,提出“入住权”的概
念和“宗族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等论断 , 显示出超越功能主义的具有
整体历史视野的宗族研究学术路径 , 是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逻辑出发的历史
人类学宗族研究的一种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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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宗族研究是历史学 、人类学 、社会学 、法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

话题 。1930年代的中国宗族研究较多地受“革命话语”的影响 ,宗族被

作为落后的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受到批判 。1950年代以后 ,国内继续

以“革命”观研究中国宗族 ,希望从根本上消除宗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 。

西方的中国宗族研究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

为代表 ,更多地侧重于回应人类学界从非洲 、美洲等非文字社会的研究

中提出的问题与理论 ,影响极其深远 。弗里德曼之后的西方中国宗族

研究的众多成果 ,或同意其理论 ,或在其框架下进行拓展 ,或挑战其学

说 ,但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 ,都不得不把弗氏作为对话对象 。中国学者

所发表的宗族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在同弗里德曼直接或间

接的对话中展开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 , 牛津大学科大卫(David

Faure)和大陆学者刘志伟对中国宗族的研究 ,可视为成功地继承并挑

战弗里德曼的少数成果之一 ,他们从历史学角度出发 ,同时又回应了人

类学的问题 ,堪称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本文拟以

弗里德曼 、华德英(Barbara E.Ward)、陈其南等人的宗族研究为背景 ,

评述前人学术史论著中注意不多的科大卫 、刘志伟等人的中国宗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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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以期对中国宗族研究与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学术史提供一些线索 ,祈

望方家指正。①

一 、弗里德曼的宗族起源理论与A 模式和 Z模式

初步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宗族研究 ,开始于 20世纪初那批忧

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当时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 ,宗族基本上被

视为中国发展的障碍 ,需要消除。后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

越大 ,宗族就被看作是“古代公社”制或血缘关系很浓的奴隶制的残余 ,

是封建性的落后的社会形态 ,同样是需要消灭的对象(常建华 , 1999)。

毛泽东关于“政权 、族权 、神权 、夫权”的经典表述(毛泽东 ,1966:31)为

中国宗族研究中的革命话语定下了基调 。直到对宗族的认识已趋向多

元化的今天 ,革命话语对宗族研究仍然有一定影响 。

虽然 20世纪国内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主流话语是革命话语 ,但以

林耀华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还是按照人类学的发展理路对中国宗族进行

了考察 ,这是中国宗族研究史上的另一个学术流派。这一流派对后来

的宗族研究影响甚为深远 。1930年代的人类学已经超越进化论 ,功能

主义占据了主流 ,林耀华就是在功能主义的观念支配下 ,对福建的义序

黄姓宗族进行了研究 ,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宗族研究的代表 。他认为宗

族是血缘与地缘兼有的功能团体 ,并“特别注意于功能的结构 ,由此窥

见各方面的关系”(林耀华 ,1936)。其后 ,胡先缙 、刘兴唐(Hu ,1948;刘

兴唐 ,1936)等人的中国宗族研究 ,都具有人类学的色彩 ,并直接为英国

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所引用 。

弗里德曼是讨论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史时无法回避的一个名字 。

他于 1958年出版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 1966年出版的《中国的

宗族与社会:广东与福建》两部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著作及其一系列论

文 ,建构起中国宗族研究的一个“范式” 。著名人类学家华琛(James

Watson)曾对弗氏的中国宗族研究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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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史 ,常建华 、王铭铭曾作过相当全面的回顾,钱杭 、濑川昌久 、林

济等人亦就其中的研究作过精彩的评论 ,但是 ,中国宗族研究在弗里德曼 、科大卫等人的
研究中 ,具体进展何在 ? 目前的中国宗族研究又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 仍是值得深入探

讨以利今后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过去的 20年 ,从事田野作业的人类学者出版了一大批研究宗

族组织的论文。其中 ,有些声称已经证明了弗里德曼的看法 ,有的

力图修正或批评弗里德曼的范式。但大多是在他的宗族范式的架

构下做一些工作而已 。(转引自王铭铭 , 1997:66)

确实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模式影响了一代学者。1996年 ,台湾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陈奕麟著文《华南宗族村庄的复合体:人类学亲属制

度的一个注脚》(Chun , 1996)详细地讨论到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以及

华琛 、波特(J.Potter)、裴达礼(H.Baker)等人对它的采用 ,王崧兴 、陈其

南 、科大卫 、萧凤霞(H.Siu)等人对它的批评。陈氏指出 ,这种情况反

映弗里德曼建构的中国宗族模式早已成为开放体系 ,学者们既利用其

思想 ,也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正与补充 。大陆学者对其理论同样有较多

的介绍分析和批评(郑振满 ,1991;钱杭 ,1999 ,2000;林济 ,2003)。

弗里德曼模式主要涉及中国宗族如何产生和结构如何等问题。关

于东南中国宗族产生的背景 ,他认为主要在于东南地区有三大特点:边

陲地区 、水利工程与稻作生产 。处于边陲地区的中国人出于防卫 、开垦

荒地以及发展水利工程的需要 ,必然要求合作 ,在这一诉求之下 ,当地

中国人选择了宗族而不是别的作为合作的组织方式 ,他们从中原南迁

到福建和广东时 ,也带来了中原早已存在的父权意识形态 ,这是中国东

南地区宗族组织产生的基础。水稻生产则可以造成足够的农业剩余 ,

足够的农业剩余又促进了共有地产的产生 ,共有地产的产生有助于宗

族社区的形成(王铭铭 ,1997:79)。

当然 ,除了这三个因素 ,弗里德曼亦相当重视地方精英在宗族活动

中的角色 。在边陲地区的广东和福建 ,社会常常不稳定 ,地方精英在这

个过程中 ,借重宗族的力量来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弗里德曼对中国

东南宗族形成的解释 ,显然受到他自己企图反对的人类学功能主义理

论的支配 。人类学功能主义虽然有马林诺斯基和布朗之别 ,但仍然存

在明显的共性 ,那就是从人们自身的需要和作为整体论的观点去解释

一切文化现象。弗里德曼正是从面对东南地区的生存环境 ,人们的独

特需要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宗族形成的。他进而认为 ,父系继嗣观念以

及结合成合作性群体的需要并不会必然导致宗族产生 ,因宗族的最终

能够形成并不是一个“系谱原则”的结果 ,他又引入了“祀产”这一概念

来说明宗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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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祠堂建立 ,那些显示共同利益的裂变的许多单位 ,依次享

有与祠堂有关的财产的果实 ,而且提供仪式的费用。这种仪式表

达的裂变群体直接依赖于经济资源 。没有祠堂和土地或者其他财

产予以支持 ,裂变单位不可能产生而且使自身永恒。(弗里德曼 ,

2000:63)

在这里 ,弗里德曼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即祠堂与土地或

其他财产即“祀产”决定了宗族是否可以存在 。这里所谓的“裂变单位”

(segment),其实就是“宗族分支” ,即宗支 。他在《中国的宗族组织:福建

与广东》一书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达 。他说:

　　假如有公产存在 ,而在地理上分开的独立单位继续共同享有

这个公产 ,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宗族。否则 ,这些繁衍了的宗支就

变成了各自独立的宗族 ,其间仅由氏族性的关系联系起来而已 。

(Freedman ,1966:21)

“公产”是弗里德曼区分“宗族”与“氏族”的惟一标志。有公产且共

享者即为宗族 ,无公产者即便有系谱关系也只能变成氏族。他认为 ,宗

族的公产即祀产由宗族成员捐献而来。按照弗里德曼的逻辑 ,东南中

国的人们面对着自己的生存环境 ,需要合作性的团体 ,他们用从家乡带

来的父系继嗣观念选择了宗族作为团体的组织形式 ,而宗族之所以能

建成是因为宗族成员捐献出财产作为本族的“公产” 、“祀产” 。

在此论点的基础上 ,弗里德曼构建了他的关于中国宗族的结构模

式。他认为 ,由于“公产”数量的多少不同 ,简约地构建两个截然对立的

A模式和Z 模式来分析中国宗族的复杂图景是比较可行的做法。A 模

式下的宗族人口较少 ,族内基本都是农民 ,并无社会精英 ,所拥有的公

产只是开基祖墓地的一小块土地。祖先祭拜仪式简单 、稀少 ,宗族成员

可能属于同一个房。而 Z 模式下的宗族人口较多 ,成员中有绅士 、官

宦 、商人等 ,宗族拥有大量的公产 ,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 ,由于宗族富

有 ,成员往往愿意呆在族内享受对宗族土地的耕作权和其他的族产 。

族内具有依系谱关系的等级分化 ,并产生分等级的祠堂 。由于族内具

有一定数量的社会精英 ,宗族成员常常可以享受内心的荣誉感和在处

理与其他宗族以及国家的关系时带来的实际利益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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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反映出宗族之间及宗族各支派之间的不平衡 ,而这种不平衡可能

是由宗族生活的不同地域造成的 。在建构这两个模式时 ,弗里德曼明

确指出 ,这两个模式都可能在现实的地域社会中并不存在 ,不过 ,也许

可以有一个居于两种模式中间的M模式 ,可以反映中国福建与广东地

区的地域社会内部的宗族生活(弗里德曼 ,2000:161-171)。

弗里德曼从东南中国特定的地理与自然环境出发 ,依据中国传统

的继嗣观念 ,从族产的角度建构起关于中国宗族的 A 模式和 Z 模式 ,

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显然 ,如果把中国宗族看成是 A

到Z 模式的一个系列 ,再从此系列去反观中国社会 ,就可以理解中国社

会千差万别的形态。令西方学术界迷惑和作为重要研究目标的“大一

统中国何以一统且又千差万别”在这里得到了部分有见地的解释 。

当然 ,尽管弗里德曼在著作中大量地引用了胡先缙 、林耀华等人关

于中国宗族研究的成果 ,但他的宗族研究既不在中国的革命话语体系

内 ,其对话对象也不是其之前的中国宗族研究 ,上述研究成果只是他建

构模式的资料而非其对话对象 。实际上 ,弗里德曼开展对中国宗族的

研究 ,其目的在于与西方人类学非洲宗族研究对话 。具体而言 ,主要是

与和他同时代在非洲从事宗族研究的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

Pritchard)和福特思(Myer Fortes)的研究对话 。后两者在对非洲的努尔

人和泰兰西人的宗族制度进行研究时 ,向老一辈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

基 、布朗的功能主义展开了挑战 ,希望透过非洲原始部落的研究 ,讨论

人类社会共同的生活原型问题 。与这两人不同的是 ,弗里德曼希望通

过研究早就存在国家 、政府的中国社会里的宗族制度 ,并以此与基于没

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文字的非洲部落社会发展起来的宗族理论进行对

话 ,从而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模式。虽然他的这一努力受到了相当多的

批评 ,但毕竟获得了回报 ,无论学者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理论 ,大家

都相信他成功地建构了一个自己的宗族研究模式 ,甚至是范式 ,而且学

术界也相信 ,他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宗族乃至中国社会是有极大帮

助的 。

二 、“祀产”与“入住权”

祀产是弗里德曼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核心概念 ,也是其 A模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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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模式建构的基础。他以祀产作为核心 ,从功能性以及共时性的角度 ,

建构起中国宗族的模式 ,第一次有效地解释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 、文字

与国家的地方的亲属制度。且值得注意的是 ,其研究注重中国宗族建

构的环境 ,也注重中国宗族生存的地方社会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 ,从其

A至 Z模式的序列出发 ,可以理解中国社会千差万别的形态。这一点 ,

恰恰是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社会历史以及法史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 。

实际上 ,弗里德曼所研究的中国东南地区主要是一姓一村的单位 ,

而在一姓一村的基础上 ,地方上的宗族却有不同规模与层次 ,这是个以

往的研究比较难以解释的问题 。长期以来 ,通过很多学者发表的有关

家族运作的论著 ,大家都知道宗族 、祠堂 、族谱和族产在中国社会有很

重要的作用 。弗里德曼最强调的是祀产 。正因为强调祀产 ,他才能够

说明宗族的运作 。因为强调祀产在宗族建构中的重要地位 ,地方上的

宗族实际成为控产机构 ,按照 A 到 Z 模式及其衍化发展 ,地方宗族可

以连起来建立地方社会以外的宗族组织。所以他把宗族分成地方宗

族 、中层宗族和高层宗族 。宗族的层次越高 ,越脱离与地方社会的关

系。在大城市(例如广州)建立的祠堂(例如陈家祠),变成小部分人的

联系机构 ,而不是乡村的管理组织(科大卫 ,2004:9)。

由此可见“祀产”在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 ,

如果我们暂时离开地方宗族 、中层宗族和高层宗族等一系列解释中国

地方社会运作的概念 ,回到最根本的也就是宗族何以形成的层面 ,就会

发现还有诸多问题弗里德曼并没有解决 。这些问题中最根本的一个就

是弗里德曼所研究的那些单姓村的人为什么会结成为一个宗族 ?宗族

对其成员有何意义? 虽然弗里德曼已经从边陲地区的水利工程等需

要 ,以及水稻生产的剩余产品可以形成祀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但日本

学者濑川昌久对此还是有质疑 ,他说:

　　(弗里德曼)虽然注意到了宗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 ,但对

新界地区的村落这些社会单位本身却没有加以深入的分析 。他确

实注意了“村代表”的作用及其支配权问题 ,但为了把握村落这类

与单纯的聚落体不同的社会单位 ,绝不可少的是必须深入土地公

等神 祭祀 ,以及“某村的人”这一村落成员资格问题中进行分析 。

由于缺乏这一分析 ,弗里德曼所说的“村落”就显得极为抽象 ,因

此 ,根据与这类村落的关系而做出的“高层宗族” 、“地方宗族”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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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概念 ,在运用到具体事例上时 ,也就发生了某些困难。(濑川昌

久 ,1999:73)

濑川昌久所谓“村代表” ,指的是弗里德曼模式中每一宗族总会有

宗族代表 ,代表本族群体去与其他群体以及国家发生联系 。由于在弗

里德曼体系中的村庄是单姓村 ,因此 ,这个宗族代表也被称为“村代

表” 。不过 ,濑川认为 ,仅仅如此 ,仍然难以有效地分析宗族与地域社会

的关系。濑川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弗里德曼没有注意村落内的神 祭祀

和村落成员资格两个方面。当然 ,一项研究集中在某些方面而忽略某

些方面是非常正常的 ,因此 ,我们不能要求研究宗族组织的弗里德曼一

定要在神明崇拜方面同样做出非常精深的研究 ,虽然那样会使其研究

更加深入 ,但是 ,村落成员资格问题在宗族研究上却非常重要。

濑川对村落成员资格问题的重视可能是受到科大卫的影响 。早在

濑川之前 ,科大卫就曾质疑 ,按照弗氏的理论 ,一村一姓即是地方宗族 ,

而地方宗族的扩大与分裂或者联宗即可以产生高层宗族 ,但这只是一

种理念 ,而非乡村社会实际运作的逻辑 。问题的关键在于 ,地方宗族为

何可以形成?如果一村一姓可以代表地方宗族 ,那么 ,什么因素可以决

定某一个群体是一个乡村呢? 也就是说是什么因素使乡民在村落中具

有定居的权力?

为了解决这一疑问 ,科大卫在香港新界东部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 ,

提出了在中国宗族研究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入住权”理论 ,并于《中国乡

村的社会结构:香港新界东部的宗族与乡村》(Faure , 1986)一书中进行

了清楚的阐述。该书资料主要来自作者的田野工作 ,包括口述 、碑记 、

文书和观察材料 。科氏原来修读社会学 ,社会调查是其专长 , 1980 年

代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期间 ,又得以和人类学家华德英成为朋友 。人

类学重视参与体验式的田野工作 、重视亲属关系研究 、重视观察仪式 ,

以及香港明清历史文献较少等因素的影响 ,使科大卫自然而然地在香

港进行了大量的田野工作 。科大卫说他在新界调查的“出发点是透过

乡村的口述及文书资料 ,甚至宗教拜祭仪式 ,探求乡村社会的历史演

变。调查的结果 ,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有关明清之际宗族制度在新界及

邻近地方普及化的过程”(科大卫 ,1992:478)。

在科大卫看来 ,入住权就是在某地定居并争夺资源的权利。他说:

“入住权包括建房子的权利 ,也包括开垦荒地的权利 ,是村民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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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即是说 ,一个乡民能够在某村生存 ,首先他就必须具有入住权 。

在乡村中 ,不是任何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都可以随便盖房定居并与原来

居民和平共处的 ,“乡村就是有入住权的人的群体 ,村民是个在乡村有

入住权的人” 。平心而论 ,科氏的著作大体上仍在弗里德曼关于宗族与

华南社会研究的理论框架内 ,但他依据对中国历史的深切把握 ,极大地

改变了弗里德曼的话语 ,虽然入住权理论仍然是功能性的 ,他却通过这

一理论将宗族研究从功能分析转移到社会生活的历史过程中去 。他指

出 ,宗族特别是族谱作为一种资源 ,被其成员用于声称自己拥有当地的

入住权。科大卫进一步指出 ,族谱常被人们与移民传说结合起来 ,确立

自己的入住权。

科大卫对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的研究 ,说明了族谱与入住权的关

系。按照他的理解 ,宋代珠江三角洲基本是海岛 ,其主要居民是水上人

家 ,直到明初 ,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社会仍然由土豪控制 ,后来投降明朝

的大土豪何真就是控制这一地区的实权人物。明初何真投降后 ,许多

民被收编为军户 ,军户负担沉重 ,为了给军人提供足够的支持 ,明王

朝规定他们不能分家 ,并让他们建立家产。这些拥有大量成员的军户

之家建立家产 ,并建立起宗族。明中叶之后 ,他们为了脱籍 ,变成士大

夫家庭的后代 ,遂创造 、利用移民传说 ,说明自己来源于中原士人之家 ,

与 民不同。正因如此 ,与科大卫合作的刘志伟发现 ,珠江三角洲的族

谱基本上都声称自己是珠玑巷移民的后代 ,通过这一声称 ,当地居民划

清了与没有入住权的水上居民的界限 ,表达了自己在当地的入住权(刘

志伟 ,1992)。宗族与入住权合二为一 ,成为地方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源。

在此基础上 ,科大卫真正将宗族置于地方社会的运作与历史过程

中进行理解。他从新界近代历史中的乡村联盟“约”开始 ,往前追述到

“约”形成之前的所谓“五大族” ,细致地描述了宗族的官方表达与乡绅

的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 ,并指出族谱的形成只是乡民整个入住过程的

一个插曲 、一个部分 。在一个地方定居并开发 、保有一块土地时必然出

现竞争 ,它使多种多样的族内或村内的土地安排与联盟成为必需 。他

认为 ,新界地区太平天国后形成的“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的一种形式 。

“约”看起来产生于为了保护移居新界的客家村民的土地 ,并借以反抗

更大的土著宗族的威胁力量 ,而“约”之前 ,当地社会解决这类问题的基

本组织则是表达不大准确的所谓“五大族”即宗族 ,宗族特别是族谱成

为乡村入住权的一个关键 。同时 ,作为社会历史学者 ,科大卫不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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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组织自身 ,也明显重视乡村联盟建立一种版图内的政治秩序的其

他体现。他认为 ,这种秩序可以在民间的“土地公” 、寺院的神 以及那

些声势浩大的打醮仪式中体现出来 。作为具有入住权的定居者对自己

的地域的象征性表达 ,打醮直接地使祖先祭祀通过牧师 、官员或者类似

的人联系起来 ,从而使地方传统与雷德菲尔德所谓的“大传统”结合起

来(Blake , 1988)。科大卫在《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中还特别讨论了弗里

德曼模式所谓中国宗族与边陲社会的关系问题 。他的一个主要结论是:

在宗族问题上将新界东部与中国其他地方区分开来 ,是件很困难的事。

宗族不会因为社区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减少 。它基本不是一个生态环

境位于边陲状态的产物 ,也不是贵族们制造的产物或者他们的工具。

科大卫将其“入住权”理论置于他对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史的深切了

解当中 ,终于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地方宗族与高层宗族的区别 。正是“入

住权”的概念使我们可以据此划分出拥有共同居住权的地方宗族和没

有这一权利的广义的中层以及高层宗族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 ,结合弗

氏的宗族形成 、宗族模式与科大卫的“入住权”理论 ,便可大体上明白中

国宗族组织由来的大体面相及其不同形态。但是 ,到此为止 ,关于中国

宗族组织的研究 ,至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有待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中

国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国家力量与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何在 ?显然 ,

今天的研究者所看到的中国的宗族组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 ,它是

一个“结构过程” 。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用功能性的解释分析了其结构 ,

那么历史学者就有必要在此基础上 ,回到历史过程去理解与分析其结

构之形成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宗族组织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强大

的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了 。

三 、“意识模型”和“国家力量”

科大卫的宗族研究集中于华南地区 ,处理的正是上述一类问题 。

其宗族研究的主要著作除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外 ,还有发表于《当

代中国》(Modern China)的《作为文化创造的宗族》(Faure , 1989a),发表

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二届中国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的《以宗族作为

商业公司:中国商业发展中的保护制与法律的对立》(Faure , 1989b),与

刘志伟合著的《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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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基础》(2000),以及他的《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

仪的演变》(2003)等系列论著。此外 ,他的《是什么使佛山成为市镇:明

清城乡认同的演变》(Faure , 1990)、《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

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1999)等论著 ,也对宗族问题有所涉及。关于

科大卫的宗族研究与功能主义以及弗里德曼研究的关系 ,刘志伟曾说:

　　我在关注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历史的研究过程中 ,开始也主

要是从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学习分析性研究方法……我与萧凤霞 、

科大卫一起在珠江三角洲从事乡村研究过程中 , 深感功能学派对

于宗族问题的观点不足以解释明清宗族与地域社会发展中的许多

问题。我们一直就宗族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努力寻找宗族研究

的新取向。(刘志伟 ,2003)

他们寻找到的新方向 ,是从功能 、象征符号(刘志伟将其命名为“祖

先权力”的文化资源)、意识形态 、意识模型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等诸多角度的结合 ,来解释中国宗族的历史演变。在这个大的范畴之

内 ,科大卫 、刘志伟 、萧凤霞曾经的学术合作者陈其南从“房”的观念上

对弗里德曼的功能性宗族解释提出了批评。他在 1985年第 3期《汉学

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的长文 ,着重厘清在弗

里德曼功能模型中被忽略甚至混淆的中国宗族的“系谱关系” ,后来在

《中国宗族制度研究:傅立曼宗族理论检讨》(1992)一文中 ,他对自己的

理论有过简要的总结 ,他说:

　　一个男人相对于其父亲而言即成为一个“房” ,相对于其儿子

而言则是一个家族的代表 。这种个体性的阶序也适用于以这些个

人为首所代表的男系宗祧群体……

任何一个“房”单位 ,不论其规模和世代的大小 ,都是从属于一

个较高级的“家族”范畴之次级单位……一个男系宗祧单位可以同

时是个“家族”(相对于下一代的房单位而言)和“房”(相对于上一

代的家族单位而言)。

陈其南在意识形态的“系谱关系”上 ,确实与弗里德曼的功能性宗

205

学术述评 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



族解释划清了界限 ,对我们理解传统中国的家族制度有相当意义 。但

问题是 ,区分“系谱关系”与“功能性的宗族群体” ,并不能解释宗族形成

及其功能与象征意义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由来及其与其他因素的互

动 ,这一问题在科大卫 、刘志伟等人的研究中才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 。

他们认为 ,宗族是在明清社会历史演变的大势之下的一种文化创造 ,商

业繁荣将乡民拖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在这个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里 ,国

家以及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向民间社会渗透 ,民间社会也在不断地拉近

自己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 ,并且在这一互动过程当中 ,中国自西周以

来的宗法制度虽然存在某些变化 ,但仍以合乎国家法令的形式在乡民

中得以推广。这是一幅复杂的历史图景 ,其间涉及意识形态 、商业化和

宗法制度三个因素与宗族的关系 ,而这三个因素与宗族之间的关系归

根结底则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 ,或者说是地方社会的国家认

同。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宗族制度得以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 、蔓

延 ,并且形成为地方社会的结构(刘志伟 ,2003)。

对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的研究 ,集中表现在科大卫与刘志伟

合作的《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一文中 。他们认为宗族不仅仅是

一种血缘 、亲属制度 ,更是一种用礼与法的语言来表达的秩序和规范 。

明代以前是僧 、道和巫觋在珠江三角洲乡村中有着广泛和深刻影响的

时代 ,但自北宋以来士大夫们已开始积极运用理学所规范的礼教去改

造地方风俗 ,向佛道巫的正统挑战 ,虽然他们没有真正取代以神 为中

心的地方组织 ,但却在乡村礼仪方面取得了成功 ,而地方亦需要做出改

变来应付明朝的赋役制度 ,并藉此表达有利于获取更多资源的文化与

身份认同 ,国家与社会的这种互动与妥协形成了华南地区广为常见的

所谓宗族组织。这一深刻的变迁意味着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结合 ,

边缘地区由此得以归入国家“礼教”秩序中。

儒家学者在乡间推行的这套礼仪教化 ,实际上是以西周以来不断

变革的宗法制度为基础的 。关于宗法制度的变化与宗族制度形成的关

系 ,郑振满提出了“宗法伦理庶民化”的观点(郑振满 , 1992:159),认为

宋明以后的宗族组织的形成乃至普及 ,实际上就是“不下庶人”之“礼” ,

即贵族的宗法制度 、宗法伦理不断庶民化的结果。科 、刘二人进一步发

挥了这一观点 ,认为宋明以后宗族组织的兴起过程 ,既是宗法伦理不断

庶民化的过程也是庶民不断宗法伦理化的过程 。宋代理学家制定《家

礼》的时代 ,庶民不能为祖先立庙 ,地方上的祠庙不是神的庙就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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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皇族)为祖先所立的庙 。庶民供奉和祭祀祖先不是在坟墓就是在佛

寺(所谓功德祠),或者在家中供奉 。宋儒的改革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些

形形色色的祖先拜祭办法 ,把祖先和神供奉严谨地划分开来。朱熹主

张“君子将营宫室 ,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 (朱熹 ,2002:875),立祠堂的

目的在于使祭祖的办法与宗法制度配合。朱熹设计的祠堂格式是“祠

堂三间 ,外为中门 ,中门外为两阶 ,皆三级 ,东曰阼阶 ,西曰西阶 ,阶下随

地广狭以屋覆之 ,令可容家众叙立”(朱熹 , 2002:875)。这一设计在明

初编纂《明集礼》时被采用作为祠堂的规范。但宋代提倡的家庙式祠堂

的建筑物还未有法定地位。直到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上疏“诏

天下臣工建立家庙” ,“品官家庙”才成定制 ,在同一疏中 ,夏言亦疏准许

天下臣民于冬至日祀始祖(夏言 , 1997:528)。至此 ,天下士庶祭祖的法

定地位才确立下来。科大卫和刘志伟认为 ,嘉靖年间关于祖先祭祀的

礼仪改革似乎与“大礼议”① 有关。在大礼议中 ,站在前台支持嘉靖皇

帝的官僚如霍韬 、方献夫等人 ,都是广东的士大夫 ,他们就是在乡村中

积极推行教化 ,支持毁灭“淫祠”的人。正是在这些“大礼议”中大力主

张“孝道”的士大夫的推动下 ,明中叶后宗族制度在广东特别明显地普

及开来(科大卫 、刘志伟 ,2000;科大卫 ,2003)。

关于大礼议与明代宗族制度发展的关系 ,国内学术界与科大卫是

几乎同时发现的 。李文治的《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作用》

(1988)一文 ,开始注意到嘉靖年间大礼议与明代宗族的关系 ,常建华在

《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1993)、《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

变》(2001)中对明代宗族祭祖礼制(包括大礼议的影响)进行了更加详

细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与科大卫的观点相得益彰 ,大礼议对明代祭祖

礼制的影响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

如果说明代祭祖礼制变化是许多学者的共同发现 ,而把祭祖礼制

真正与地方社会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科大卫和刘志伟则比其他学者走

得更远 ,他们在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人类学取向 ,尤为值得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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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武宗朱厚照死后无子 ,又无亲兄弟。内阁首辅杨廷和在争取张太后同意后 ,立武宗从

弟兴献王长子朱厚 为帝 ,即为明世宗。兴献王与武宗父亲明孝宗为兄弟。明世宗即位
不久 ,就如何崇祀其生父兴献王和明孝宗的典礼问题 ,下令礼官集议,由此引发了朝臣的

激烈争议,史称“大礼议” 。以杨廷和为首的一派反对崇祀兴献王为皇考 , 主张尊孝宗为

皇考;以张璁为首的一派则力主崇祀兴献王为皇考 ,双方为此争议前后十余年 ,最后以张
璁等人胜利告终。大礼议期间 ,皇帝与朝臣 、朝臣与朝臣之间的激烈对抗 ,对明代中后期

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详见杨国桢 、陈支平 , 1993:194-200)。



历史人类学不应该只是体现在田野调查 、参与观察等技术性层面 ,还应

该体现在坚持历史学本位的同时回应人类学问题与理论的宽阔视野

上 ,在这个方面 ,“入住权”的提出堪称典范。而在祭祖礼制与地方社会

的关系上 ,科大卫的研究也从人类学中得到启发。人类学家华德英在

《意识模型的类别:兼论华南渔民》(1985:37-54)一文中 ,根据结构主

义人类学大师列维 -斯特劳斯的 “社会结构”理论与 “意识模型”

(conscious model)概念 ,建构了有关中国人的三种意识模型 ,即局内观

察者模型 、目前模型(immediate model)和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分别表示我对我周围的社群的看法 、我对我自己群体的看法和

我对我的社群所归属的社会的看法。在华德英的研究对象中 ,第三种

模型代表的是乡民所属社群对文人的正宗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 。

这三种模型存在于每个乡民头脑中 。他们因为不同的生活环境而在中

国社会千奇百怪 ,但第三种模型却使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 。

华德英认为 ,在认知发展过程中 ,二和三两个模型越来越近 ,而一和二

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科大卫首先将其运用到新界历史研究 ,他说:

　　自从明代以来 ,通过宗教和宗族的发展 ,乡村的制度愈来愈接

近大家以为的大一统的要求 ,但是同时 ,村民愈来愈感觉到族群的

分歧。宗教方面 ,主要是正一派道教的影响 ,即是喃呒先生的传

统。宗族方面 ,是在家庙祭祀祖先的扩张 ,也是书写族谱传统的扩

张。两方面很有共通之处。喃呒先生向往正统的合法性 ,但是这

个合法性来自正一派的传统借助官僚制度的礼仪。换言之 ,喃呒

先生作法事的时候 ,是应用其以为是合法的官僚礼仪。家庙祭祀

和科举功名的演绎很有关系:从明初到清中叶 ,科举功名一直增

加 ,新界的家族有向上浮动的趋势 。向上移的家族以自以为代表

正统的习俗为依据 ,与以家庙为核心的家族制度辅承。读书人就

是宗族领域之内的喃呒先生。国家的传统从而可以变成乡土的传

统 ,这才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的主题。这个主题也是我以后

研究的一个导向 。(科大卫 ,2004:18-19)

这就是说 ,国家的传统与乡村的传统之间的互动 ,国家与社会的关

系成为科大卫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架构。这个架构与意识形态 、

商业化和宗法制度三大因素的复杂演变过程成为科大卫宗族理论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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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点。

四 、作为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的宗族

科大卫 、刘志伟的宗族理论体系强调 ,意识形态 、商业化与宗法制

度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促使宗族制度在中国民间社会广泛发展 ,并且

成为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在历史学的视野中 ,明清宗族一般被视为

古老制度的延续和残余 ,但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却是在明清时期兴起和

发展出来的新制度 ,这一事实成为他们重新思考珠江三角洲宗族发展

与地方社会历史关系的出发点 。

许多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并试图通过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沙

田经营来理解宗族 ,由于沙田开发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劳动力组织 ,

学者们也就很自然地多从沙田开发 、经营和防卫需要 ,以及沙田的丰厚

收入来解释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组织特别发达的原因 。刘志伟透过

“祖先权力”这一概念 ,深化了对地区宗族与沙田关系的认识 ,并说明了

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如何可以被视作地方社会的文化资源 。他认

为 ,在沙田控制上 ,宗族的意义其实主要不是一种经营组织 ,而更多是

一种文化资源 ,这种文化资源可称之为“祖先的权力” 。所谓祖先的权

力“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下文化权力运用的方式。在(广东省番禺县)沙

湾 ,宗族成员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 。在社区内有权参与社区事务的

所谓`五大姓' 的资格 ,既不是根据人数多少 ,也不是根据财产状况 ,而

是根据他们是否在社区中建有祖先祠堂” 。而与这些建有祖先祠堂的

居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居住在沙湾边缘和远离宗族聚居社区的沙田

区居民 ,他们既无祠堂 ,也没有宗族的组织 ,对于祖先的来历基本上一

无所知。他们虽然世代在沙田区谋生 ,但对那些从海上浮生出来 ,甚至

是他们亲手开发出来的沙坦 ,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权利 。因此 , “居住

在珠江三角洲的民田区与沙田区交接地带的大乡镇中的大族 ,就是依

靠着这种文化上的优势 ,确立对沙田的控制权”(刘志伟 , 1992),使这一

地区形成了一种民田区的大族统治着沙田和没有宗族组织的居民的地

域性社会政治格局。

那么 ,如何才能获得祖先的权力呢 ?在科大卫和刘志伟看来 ,在地

域社会中各种势力争夺沙田开发权和地方控制权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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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尽可能“培养”出祖先与士大夫文化传统的联系 ,无疑可占据更有利

的位置。根据正统的礼仪规范组成宗族也就成了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和

途径 。据此 ,他们重新解释了沙湾那些大族关于祖先来历和定居沙湾

的传说的基本意义:要组成一个宗族 ,需要一个能被正统的文化传统所

认同的历史 ,这是一个社会成员具有某种社会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证明

和价值来源 。因此 ,沙湾大族的历史传说 ,不管真实与否 ,都可以看成

是一个确认传统 、昭示今日的“神话” 。同沙湾何氏一样 ,大多数珠江三

角洲宗族声称他们的血统来自中原 ,这种“历史记忆”是将自己转化为

王朝秩序中具有“合法”身份的成员的文化手段 。“通过认同国家文化

的方式 ,强调自己行为合乎礼法 ,炫耀功名以及宗族门第。编写族谱 、

建立祠堂 ,是他们加强这种形象的有效方式。通过确认`汉人' 身份 ,他

们划清了自己同当地原居民之间的界线 。在明清时期这样一个自我区

分的过程中 ,单姓的社区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 。他们获取了广袤的沙

田 ,控制墟市和庙宇 ,炫耀自己与士大夫的联系 ,这些向上提升自己社

会地位的人演示一些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认同的正统命题以及身份标

志 ,创造了一套最后为官方和地方权势共同使用的排他的语言”(刘志

伟 ,2003)。所以 ,虚构世系和攀附贵胄的现象 ,就是一种在本地特定政

治 、经济和文化演变背景下 ,获取“祖先权力”的文化机制 ,而不仅是地

方势力炫耀社会身份和权力的手法 。

科大卫发挥了弗里德曼的观点 ,认为宗族不仅是一种文化创造与

文化资源 ,同时也是一种控产机构 。不过 ,他是在更深远和更广阔的层

面来讨论这一问题的 ,他的这一分析 ,基本上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商业史

并且建构自己的商业史体系的一个重要结论 。他说:

　　表面来看 ,商业史跟宗族研究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 ,完全

不能这样说 。中国商业制度史 ,绝对是宗族制度史的延续 。现时

中国商业史 ,太注重商品的流动而忽视了令商品可以流动的制度 。

我们知道田产可以买卖 ,但是我们不问需要什么制度存在田产才

可以买卖。我们知道田产买卖应用契约 ,但是我们对应用契约的

环境毫不敏感。商业史上的关注问题 ,不只是那种商品运到那里

出售。商业之可以能够产生 ,有赖集资 、信贷 、会计 、管理 、汇兑等

多方面的运作……大规模商业需要集资 ,风险大的商业也需要集

资。明清社会没有保障商业经营的法律 ,所以商业经营需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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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以外的途径 。西方历史也曾经过这个过程:中古时代 ,最重要

的集资机构是修道院 。这些机构管理来往欧洲与中东的主要道

路 ,为旅客提供旅馆服务 。明清最大的集资机构是庙宇和家族 。

在公司法还未出现的年代 ,在珠江三角洲 ,这些机构控制田产和墟

市。多姓管理的财产 ,采取共同建庙的办法。不用另写合同 ,共同

建庙和拜祭就是合同 。换句话说 ,合同不是用文字写出来 ,而是在

礼仪活动中演出来。同姓的社团 ,可以利用宗族的礼仪来共同控

产。(科大卫 ,2004:26)

在《以宗族作为商业公司:中国商业发展中的保护制与法律的对

立》(Faure , 1989b)一文和《中国与资本主义》(Faure ,1994)一书中 ,科大

卫就宗族作为控产机构的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限于篇幅 ,本

文不再展开讨论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科大卫 、刘志伟等人的宗族研究超越功能主

义与结构主义 ,站在学术前沿与西方学者对话的时候 ,国内的宗族研究

尽管仍然备受革命话语的影响 ,但也开始有一批学者从其影响下走出

来 ,更多地关心中国宗族的历史过程以及透过这一过程所展现的中国

传统社会的特质 ,从而为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提供帮助 ,这个方

面 ,钱杭和常建华等学者的研究特别富有深度与启发性 ,但本文的目的

并不在于全面梳理宗族研究的学术史 ,因此略而不论。

五 、结　语

如果我们也用类型化的分析方法 ,那么 ,我们可以认为 ,目前学术

界的中国宗族研究至少有三种类型 。一是社会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视

野下的研究 ,二是从历史角度出发的研究 ,三是社会人类学亲属制度和

历史学双重视野下的研究 。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关于中国

东南宗族的研究 ,以功能主义为思想方法 ,在全面描述福建与广东宗族

组织结构的各个细节之后 ,对宗族与国家的关系 、宗族之间的关系等问

题进行了分析 ,总结出以“族产”为核心解释中国宗族运作的弗里德曼

宗族模式 。陈其南等人则认为弗氏过于功能化 ,忽视系谱关系在中国

宗族的重要性 ,从系谱原则的角度对中国宗族特别是汉人的“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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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的研究。在第二种类型的研究之中 ,历史学家科大卫 、刘志伟等

人则提出入住权的概念 ,并真正把国家的祭祖礼制落实到地方社会发

展变迁的脉络中 ,认为明清以来 ,宗法原则伴随着商业化过程以及整个

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宗族成为一种语言 、一种文化或者经济资源 ,成

为华南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显示出超越功能主义视野的具有

深刻历史把握的诠释性学术路径 ,堪称从历史学本位出发的历史人类

学的一种成功实践 ,这也许是当前宗族研究的一个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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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current rural China ,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types of the elderly

suicide, analyses the causes of high suicide rate and high suicide proportion of rural

elderly , and shows their changing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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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and probability theory , the paper studied the age

structure of household during sampling survey.By comparing the age structure characters

of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 Kish table population and the respondent population , the

author calculated the theoretic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Kish table and found the reason

of low proportion of the younger age group in the household sample table and the distorted

age structure.Fo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Kish table application , using the computer

simulation methods , the author suggested the refine methods of the Kish table by reorder

the distribution of Kish tabl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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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cademia have been holding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clans.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volutionary words , clans have been criticized as

backward ideolog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While by the way of functionalism , Mau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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